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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衡阳市生态－生产－生活（“三生”）用地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为该区域土地利用配置优化与

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方法】通过结合变化成分和强度分析方法识别 1995 ~ 2020 年间衡阳市“三生”用地变化强度特

征，并采用斑块生成土地利用模拟（PLUS）模型揭示该区“三生”用地变化驱动机制。【结果】生态用地和生产生态用

地为研究区主要用地类型，其呈缩减趋势；“三生”用地变化成分呈现出数量为主转变成交换为主，且各类别变化成分差

异明显；1995 ~ 2015 年“三生”用地变化强度低于 2015 ~ 2020 年，后期呈现更快速的变化；生活生产用地和生态生产用

地变化活跃；1995 ~ 2020 年生活生产用地增加的主要来源于生态用地和生产生态用地，其转换强度表明生产生态用地稳

定趋向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相反，生态用地稳定避免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结论】衡阳市生活生产用地扩张强度持

续上升，主要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因素驱动，致使大量生产、生态功能用地被侵占，该区未来应通过规划统筹与政策导

向优化“三生”用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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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意义】随着人口增加、经济蓬勃发展及

城镇扩张，人类赖以生存的农用地与生态资源受到

前所未有的挤压，土地多功能平衡日益受到学者和

政府部门关注[1]。土地作为人类活动的重要载体，其

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简称“三生”用地）在城镇

发展中如何调整优化值得深入研究[2]。目前，优化

 “三生”用地配置已成为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可持续

利用实施的重要基础[3]。

【前人研究进展】自 2012 年国家提出“生产空

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

秀”的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以来，许多学者从理论构

建[4−5]、识别提取方法[6−8]、格局与过程[9−10] 以及生态

环境效应[11−12] 等方面对“三生”空间用地展开研究。

分析“三生”用地演化特征能为清晰区域生态保护、

粮食安全、经济发展之间关联提供科学依据。强度

分析是由 Pontius Jr 等提出的一种层次分析方法，由

间隔层、类别层和转换层组成，能够系统地剖析土

地变化过程[13−14]。该方法已在不同区域和尺度下开展

土地变化研究，譬如流域[15−16]、国家中心城市[17]、省

会城市[18] 以及区域比较[19−20] 等。Pontius Jr 将土地利

用变化成分划分为三个部分：数量（净变化）、交

换和移位（分配变化）[21]，随后提出变化成分强度将

类别变化与总体变化相联系[22]。数量变化是指地类的

增加（转入）与减少（转出）的差值绝对量，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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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和移位变化分别指两种地类和三种地类及以上

在空间上发生的位置变化。相较于仅考虑监测期间

地类数量变化，变化成分方法能够揭示类别变化差

异更多的信息[23−24]。

【本研究切入点】但是，目前从变化成分和多

层次视角下研究“三生”用地的报道还尚不多见。衡

阳市位于湘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属于南方红壤

丘陵，是典型生态环境脆弱区。由于迅速的城镇化

建设和长期不合理的山丘坡地资源开发，致使优质

农用地和生态资源削减，粮食安全面临威胁，水土

流 失 及 生 态 环 境 遭 受 破 坏 [25−27]。 李 涛 等 [28] 通 过

InVEST 模型研究了衡阳市城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

胡最等[29] 基于元胞自动机构建了衡阳市城区扩张图

谱，并分析了城区扩张特征，也有学者从社会经济

数据出发，利用主成分分析对该区域土地开展生态

安全评价[30]。然而，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从“三

生”功能视角对该区域开展土地变化研究仍然不足。

随着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推进与中部地区崛起核心

增长极的逐步形成，衡阳市担负着东南沿海地区制

造业转移承接的功能，生产、生活和生态用地冲突

日渐加剧。因此，迫切需要厘清衡阳市“三生”用地

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拟解决的问题】鉴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以衡

阳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变化成分和强度分析方法研

究 1995 ~ 2020 年“三生”用地时空演变过程及其特征，

采用斑块生成土地利用模拟（PLUS）模型揭示空间

要素对“三生”用地变化过程的影响，为后续当地“三

生”用地配置优化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

据。此外，该研究对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地区土地利

用管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中南部，湘江中游，110°32′16″ ~
113°16′32″ E，26°07′05″ ~ 27°28′24″ N[29]。研究区属

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约 18 °C，年均降水量

约 1352 mm，土地总面积约 15310 km2。其地势四周

高、中间低，形成了“衡阳盆地”（图 1）。近几年，

衡阳市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增长，2020 年实现地区生

产 总 值 3508 亿 元 ， 三 次 产 业 结 构 为 12.6∶

33.0∶54.4，同时是湖南省人口第二大城市，2020 年

末常住人口 664 万，城镇化率为 54.27%[31]。

 1.2    数据来源

土地利用、土壤类型、1 公里格网人口和 GDP、

年均降水（2000  ~  2015 年）与年均温度（2000  ~
2015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

中心（http://www.resdc.cn/）。土地利用数据时间为

1995、2005、2015、2020 年，空间分辨率 30 m，解

译精度均在 85% 以上[32−33]。区域行政边界、铁路与

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政府驻地数据来自国家基础

地理信息中心的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http://
www.webmap.cn/）。30 m 分辨率 DEM 数据来自地

理空间数据云中 ASTER GDEM 数据产品（http://www.
gscloud.cn/）。“三生”用地数据是基于土地利用数据

进行“三生”功能归并制成。“三生”用地变化驱动空

间要素集包含自然要素、空间区位及社会经济三个

部分：高程、坡度、坡向、土壤类型、年均温度、

年均降水；离铁路、高速公路、1 级道路、2 级道路、

火车站、政府和水域距离的可达性区位因素；GDP、

人口数据。

 1.3    “三生”用地分类

随着土地自然、社会经济属性与人类生产生活

的需要的相互影响，土地系统表现出多种功能，主

要可划分为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不同的地理环

境、利用方式以及利用对象促使土地多种功能表征

出不同地位。张红旗等[8] 提出中国“三生”用地分类

体系，其包涵生态用地、生态生产用地、生产生态

用地和生活生产用地。本研究以该体系为基础，参

考最新修订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并根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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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衡阳地理区位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Hengyang

4 期 邓志位等：“三生”用地格局演变的强度分析及其驱动力−以衡阳市为例 769

http://www.resdc.cn/
http://www.webmap.cn/
http://www.webmap.cn/
http://www.gscloud.cn/
http://www.gscloud.cn/


区实地调查和前人研究成果[34−36]，构建衡阳市“三生”

用地分类体系，见表 1。

 1.4    研究方法

 1.4.1    转移矩阵　利用转移矩阵能分析区域内各土

地利用类别在空间上的相互转换，从而凸显不同类

别间变化的规模数量[37]。该方法可类似看成表格，对

角线上的元素代表不同地类的不变区域。而非对角

线上的元素，从行的视角看能表示某种地类的减少

 （转出），也可从列的视角看能代表某种地类的增

加（转入），详见表 2。基于 ArcGIS 10.8 的叠加分

析工具，可计算分析得到两个时间点间的类别转移

矩阵。
  

表 2    初始时间到结束时间的土地转移矩阵
Table 2    Land transition matrix from the initial time to the end time

初始时间
Initial time

结束时间
End time 总面积

Gross size
减少
Loss地类1

Category 1
地类2

Category 2
地类3

Category 3
地类4

Category 4

地类1 C11 C12 C13 C14

∑J=4

j=1
C1 j

(∑J=4

j=1
C1 j

)
−C11

地类2 C21 C22 C23 C24

∑J=4

j=1
C2 j

(∑J=4

j=1
C2 j

)
−C22

地类3 C31 C32 C33 C34

∑J=4

j=1
C3 j

(∑J=4

j=1
C1 j

)
−C33

地类4 C41 C42 C43 C44

∑J=4

j=1
C4 j

(∑J=4

j=1
C1 j

)
−C44

总面积
∑J=4

i=1
Ci1

∑J=4

i=1
Ci2

∑J=4

i=1
Ci3

∑J=4

i=1
Ci4

∑J=4

i=1

(∑J=4

j=1
C

i j

)
增加

(∑J=4

i=1
Ci1

)
−C11

(∑J=4

i=1
Ci2

)
−C22

(∑J=4

i=1
Ci3

)
−C33

(∑J=4

i=1
Ci4

)
−C44

　　注：地类1−生态用地，地类2−生态生产用地，地类3−生产生态用地，地类4−生活生产用地。
 

 1.4.2    变化成分分析　通过深度挖掘转移矩阵信息，

变 化 成 分 能 明 晰 类 别 变 化 的 不 同 成 分 ： 数 量

 （Quantity）、交换（Exchange）、移位（Shift）[21]。

该方法从比重的角度计算变化成分强度，进而将总

体与地类变化相联系[22]。类别的总体变化、数量变化、

交换变化和移位变化计算分别见公式（1） ~ 公式

 （4）[22]。

qt j =
∣∣∣∣∑J

i=1
(Cti j−Ct ji)

∣∣∣∣ （1）

et j = 2
{[∑J

i=1
Minimum(Cti j,Ct ji)

]
−Ct j j

}
（2）

st j = dt j−qt j− et j （3）

dt j =

[∑J

i=1
(Cti j+Ct ji)

]
−2Ct j j （4）

式中，t 为 [Yt, Yt + 1] 时期最初时间点的索引，范围是

1 到 T−1；T 为时间点个数；Yt 是 t 时间点的年份；J
为地类数量；i 为某一时期最初时间的一个地类，j
为某一时期最终时间点的一个地类；Ctij 表示在 [Yt,
Yt + 1] 时期中从 i 类别转移到 j 类别的面积；Ctji 表示

表 1    衡阳市“三生”用地分类体系
Table 1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PLE) land in Hengyang City

 “三生”用地
PLE land

含义
Description

现状类型（编码）
Status type (code)

生态用地 具有生态服务功能，对生态系统调节和生物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有林地（21）、灌木林（22）、疏林地（23）、其
他林地（24）、高覆盖度草地（31）、中覆盖度草
地（32）、低覆盖度草地（33）、盐碱地（63）、
裸土地（65）

生态生产用地
具有生态系统调节与经济水类产品生产的两重功能，但相较于生产功能，
生态功能更为紧要

河渠（41）、水库坑塘（43）、滩地（46）

生产生态用地 主要以提供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品生产为主要功能，同时也具备生态功能 水田（11）、旱地（12）

生活生产用地
全部或部分被建筑物所覆盖，为人类提供居住等生活功能和除农业生产
以外的其他的生产用途

城镇用地（51）、农村居民点（52）、其他建设用
地（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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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Yt, Yt + 1] 时期中从 j 类别转移到 i 类别的面积。上

述符号含义下同。

公式（5） ~ 公式（8）分别计算了在 [Yt, Yt + 1] 时

期下，总体变化、数量变化、交换变化和移位变化[22]。

Dt =
∑J

j=1

dt j

2
（5）

Qt =
∑J

j=1

qt j

2
（6）

Et =
∑J

j=1

et j

2
（7）

S t =
∑J

j=1

st j

2
= Dt −Qt −Et （8）

qt j
′ et j

′

st j
′

Qt
′ Et

′

S t
′

上述公式分别定义了用地类型与某一时期的总

体变化及其各变化成分。该方法将类别的数量变化

成分占该类别总体变化的比重作为类别的数量变化

强度（ ），其中交换变化强度（ ）与移位变化

强度（ ）计算与该步骤类似；同理在时间间隔 [Yt,
Yt  + 1] 下 ， 可 分 别 计 算 得 到 总 体 的 数 量 变 化 强 度

 （ ） 、 交 换 变 化 强 度 （ ） 、 移 位 变 化 强 度

 （ ），计算见公式（9） ~ 公式（14）[22]。

q′t j = 100%qt j/dt j （9）

e′t j = 100%et j/dt j （10）

s′t j = 100%
st j

dt j
= 1−q′t j− e′t j （11）

Q′t = 100%Qt/Dt （12）

E′t = 100%Et/Dt （13）

S ′t = 100%
S t

Dt
= 1−Q′t −E′t （14）

 1.4.3    强度分析　强度分析方法以转移矩阵为基础，

由自上而下的间隔层、类别层和转换层构成[20,38]。其

间隔层也被称为“时间间隔层”，用于分析哪一时间

间隔（时期）土地利用变化是相对快速或缓慢的。

用地类别层次是进一步解析某一时间间隔下哪些类

别的增加（转入）和减少（转出）是相对活跃或沉

寂的，而用地转换层次则更深入地剖析其他地类转

换为某一特定地类是趋向或避免的。本研究采用该

方法分析“三生”用地变化强度特征。

时间间隔层次是研究不同时期下的总体变化差

异，计算不同时期的总体变化强度 Xt 以及整个研究

期间的均衡变化强度 U，计算分别见公式（15）和

公式（16）[13]。通过比较 Xt 与 U 的大小判断不同时

期间总体变化快慢。若 Xt > U，判断在 [Yt, Yt + 1] 时期

的变化是快速的；若 Xt < U，判断在 [Yt, Yt + 1] 时期的

变化是缓慢的。

Xt =

∑J

j=1

[(∑J

i=1
Cti j

)
−Ct j j

]
100%

(Yt+1−Yt)
∑J

i=1

∑J

j=1
Cti j

（15）

U =

∑T−1

t=1

{∑J

j=1

[(∑J

i=1
Cti j

)
−Ct j j

]}
100%

(Yt+1−Yt)
[∑J

i=1

∑J

j=1
Cti j

] （16）

Gt j

Xt Gt j Xt

用地类别层次研究各地类变化的差异，计算地

类的年均减少强度 Lti 和年均增加强度 Gtj。通过比较

Lti、Gtj 和 Xt 的大小判断地类的增加、减少是活跃或

沉寂的，计算见公式（17）和公式（18）[13]。若  >
，判断 j 类别的增加是活跃的；若  < ，判断 j

类别的增加是沉寂的；对地类减少的判断亦同。

Gt j =

[(∑J

i=1
Cti j

)
−Ct j j

]
(Yt+1−Yt)

∑J

i=1
Cti j

100% （17）

Lti =

[(∑J

j=1
Cti j

)
−Ctii

]
(Yt+1−Yt)

∑J

j=1
Cti j

100% （18）

用地转换层次研究其他地类转换为某一地类时

的转换差异，计算其他地类转换为某一地类的强度

Rtin 以及其他地类转换为该地类的均衡转换强度 Wtn，

计算见公式（19）和公式（20）[13]。若 Rtin >Wtn，判

断地类 i 趋向转换为地类 n，换言之，地类 n 是趋向

从一种地类 i 处获得增加；同理，若 Rtin < Wtn，判断

地类 i 避免转换为地类 n。在该层次中，本研究的地

类 n 选取了生产生态用地、生活生产用地。

Rtin =
Ctin/ (Yt+1−Yt)∑J

j=1
Cti j

100% （19）

Wtn =

[(∑J

i=1
Ctin

)
−Ctnn

]
/ (Yt+1−Yt)∑J

j=1

[(∑J

i=1
Cti j

)
−Ctn j

] 100% （20）

 1.4.4    基于 PLUS 模型的驱动分析　 本 研 究 选 取

PLUS 模型用于分析 1995 ~ 2020 年衡阳市“三生”用

地变化驱动力。在 PLUS 模型中，用地扩张分析策略

 （LEAS）模块以随机森林分类（RFC）算法为核心，

挖掘每一用地类型扩张与多驱动因子之间的非线性

关系，且计算出不同驱动因子对地类变化的贡献度[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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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
i,k (x)

RFC 算法作为一种机器学习方法，通过从原始训练

数据集中抽取随机样本的每个子数据，从而集中构

建的基于决策树的集成分类器，能够处理数据变量

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最终得出用地类型 k 在像

元 i 上的适宜性概率 ，见公式（21）[40]。

Pd
i,k (x) =

∑M

n=1
I = {hn (x) = d}

M
（21）

hn (x)

式中，d 为二值变量，取 0 或 1；当 d 为 1 时，表明

存在其他用地转换为用地类型 k；当 d 为 0 时，表明

存在其余转换；x 为多驱动因子组成的向量；i 是决

策树的指示函数； 为第 n 决策树向量 x 的预测

用地类型；M 是决策树总个数。

 2    结果与分析

 2.1    “三生”用地结构分析

图 2 显示衡阳市“三生”用地结构及其空间格局。

从图 2 可见，衡阳盆地内部多以生产生态用地分布，

外围分布以生态用地为主，“三生”用地主要类型为

生态用地与生产生态用地，两者共占比超 90%。这

表明衡阳市生态资源分布广泛。生活生产用地面积

持续上升最为明显，占比从 1995 年的 1.6% 增加到

2020 年 3.6%； 生 态 用 地 面 积 不 断 减 少 ， 占 比 从

1995 年的 57.9% 减少为 2020 年 56.9%。从图 2 中区

域 1 可见，该区域主要涵盖衡阳主城区，其生活生

产用地向四周迅速扩张。这表明尽管生产生活用地

比重小，但其数量增长是该区内最明显的特征。

 2.2    “三生”用地变化强度分析

 2.2.1    时间间隔层次　图 3 显示时间间隔层次的强

度分析结果。图 3 纵轴表示不同时期的年均变化强

度 Xt，黑色虚线表示研究区 1995 ~ 2020 年两个时期

的变化均衡强度 U。若 Xt 高于均衡线表示快速的，

反之即缓慢的。从图 3 可见，过去 25 年间，衡阳市

 “三生”用地变化强度呈现明显增长，1995 ~ 2015 年

变化是相对缓慢的，2015 ~ 2020 年是相对快速的。

相较于 1995 ~ 2015 年间变化成分，2015 ~ 2020 年数

量、交换变化增大，其交换变化涨幅最为显著，移

位变化差异并不明显。
  

(a) 1995 年 (b) 2005 年 (c) 2015 年 (d) 2020 年
NNNN

三生结构 (%)

57.9
1.9

38.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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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用地 生态生产用地 生活生产用地生产生态用地 
图 2    衡阳市“三生”用地格局及其变化

Fig.2    Pattern and change of PLE land in Hengyang City
 

 2.2.2    用地类别层次　图 4 显示用地类别层次的强

度分析结果。黑色虚线表示各时期年均变化强度 Xt，

若右侧某一地类变化强度大于均衡线，则表示该地

类变化是活跃的，反之即沉寂的。从图 4 左侧年均

变化面积看，除生态生产用地面积变化外，其他用

地变化面积在 1995 ~ 2020 年间均有明显上涨。从图 4

右侧年均变化强度看，在 1995 ~ 2020 年间，生活生

产用地与生态生产用地的增加和减少都表现为活跃

的。与之相反，生态用地的增加与减少表现为沉寂

的。从时间尺度看，生活生产用地和生态生产变化

表现活跃具有稳定性特征，生态用地变化表现沉寂

也具有稳定性特征。

由于类别自身规模致使难以比较各类别变化成

分。因此，通过变化成分占总变化比重构建变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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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强度能解决此问题。衡阳市不同时期各地类变化

成分大小与强度结果见图 5。图 5 红色虚线代表总体

数量变化强度，蓝色虚线代表总体数量与交换的强

度总和。若减去总体数量与总体交换变化的强度之

和，即总体移位变化强度。从图 5 可见，1995  ~
2005 年、2005 ~ 2015 年、2015 ~ 2020 年的总体数量

变化强度分别为 46%、38%、18%，其总体交换变化

强度分别为 28%、55%、79%。在 1995 ~ 2005 年间

 （图 5a），生产生态用地的数量成分远小于数量均

衡强度，故该地类数量成分相较于总体数量成分的

强烈程度较低。在 2005 ~ 2015 年间（图 5b），除生

活生产用地依然以数量变化为主外，其余三种地类

以交换为主，并且该特征在 2015 ~ 2020 年间（图 5c）

得到延续，进一步说明在该时期其余地类之间发生

交换更为强烈。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实施就是要控

制耕地数量变化，但水田等生产生态用地面临着区

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压力。这意味生产生态用地

在城镇郊区的损失就必定在更加远离城镇的空间得

到补偿。

 2.2.3    用地转换层次　图 6 显示用地转换层次下其

他地类转入生产生态用地的转换强度分析结果，其

中黑色虚线表示其他用地转换为生产生态用地的均

衡强度 Rtin，若右侧某一地类转化为生产生态用地的

转换强度大于均衡线，则表示该地类趋向转化为生

产生态用地，反之即避免。从图 6 左侧年均转换面

积可见，在 1995 ~ 2020 年间，生产生态用地的增加

最大来源均为生态用地，且生态用地的贡献远大于

其他两种地类的贡献，其他用地对生产生态用地的

 
(a) 总变化强度 (b) 变化成分强度

均衡年均变化强度 U = 0.31% 快速的

缓慢的

0.9

0.6

0.3

0

年
均

变
化

强
度

 (
%

)

A
n
n
u
al

 c
h
an

g
e 

in
te

n
si

ty

1995 ~ 2005 年 2005 ~ 2015 年 2015 ~ 2020 年
不同时期

Different periods

0.9

0.6

0.3

0

年
均

变
化

强
度

 (
%

)

A
n
n
u
al

 c
h
an

g
e 

in
te

n
si

ty

1995 ~ 2005 年 2005 ~ 2015 年 2015 ~ 2020 年
不同时期

Different periods

数量变化

交换变化

移位变化

 
图 3    1995 ~ 2020 年衡阳市时间间隔层次“三生”用地年均变化强度

Fig.3    Annual change intensity of PLE land at time interval level in Hengyang City from 1995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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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5 ~ 2020 年衡阳市用地类别层次三生用地年均变化强度

Fig.4    Annual change intensity of PLE land at category level in Hengyang City from 1995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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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贡献均有上升，又以生态用地上升最为显著。

从图 6 右侧年均转换强度可见，其他用地转换为生

产生态用地的强度均有上升。在 1995 ~ 2005、2015 ~
2020 年间，生活生产用地转换为生产生态用地的强

度最大，但在 2005 ~ 2015 年间生态生产用地转换强

度成为最大。在时间上，生态生产用地和生活生产

用地趋向转换为生产生态用地表现为稳定的，生态

用地避免转换为生产生态用地是稳定的。这进一步

说明，尽管一种地类转化为另一种地类的规模大，

但其转换强度可能是小的，且表现为避免的特征。

图 7 显示用地转换层次下其他地类转入生活生

产用地的转换强度分析结果，其中黑色虚线表示其

他用地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的均衡强度 Rtin。从图 7
左侧转换面积可见，在 1995 ~ 2020 年间，生产生态

用地的增加面积主要来源为生态用地和生产生态用

地，除生态生产用地外，其余地类转入生活生产用

地面积均有所上升。究其原因，在于衡阳市这一时

期社会经济保持迅速发展，人口逐渐集聚，需要大

量生活和生产用地来承载和维持人类活动。从图 7
右侧转换强度可见，在三个时期中，仅有生产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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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 + ”表示净增加；“-”表示净减少；年均变化大小指该变化占研究区面积的比重，年均变化强度指各变化成分占总变化的比重。

图 5    衡阳市不同时期各地类变化成分分析
Fig.5    Change component analysis of category at different periods in Hengy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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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稳定地趋向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尽管生产生

态用地、生态用地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的面积均为

较大，但其转换强度存在差异，前者是避免的，后

者却是趋向的。这可能与生活生产用地对农用地和

生态用地的扩张机制差异有关。因为相较于农业生

产用地而言，具备生态功能的林地和草地等的开发

难度大，成本更高。图 7 右侧转换强度的差异较好

地解释了生态用地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面积大的原

因在于其初始面积大。

 2.3    驱动力分析

本研究从自然环境、空间区位和人口经济方面

选取 15 个空间要素作为驱动因子。基于 PLUS 模型

LEAS 模块，将 1995、2020 年衡阳市“三生”用地数

据和空间驱动要素作为输入，设置按类别比例随机

采样、采样率为 0.01、决策树数目为 20、随机森林

训练特征个数为 15 等参数，进而分析得到各驱动因

子对衡阳市“三生”用地类型变化的贡献程度（图 8）。

从图 8a 可见，生态用地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是

离 1 ~ 2 级道路、水域、铁路距离。从生态用地转入

生活生产用地（图 7b）来看，生态用地年均贡献规

模较大。这表明生活生产用地侵占生态用地面积最

大。据统计[41]，2010 ~ 2020 年全市公路里程新增约

1047 km。因此，生态用地减少可能主要受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的影响。从图 8b 可见，离水域距离和海拔

对生态生产用地影响最大。该用地类型主要由河流、

坑塘等水域构成，其变化受地形自然因素更大。从

图 8c 可见，离铁路距离和年均降水因子对生产生态

用地影响较大，但除年均降水以外的自然条件贡献

程度排序相对靠后，表明相较与自然因素，空间区

位可达性对生产生态用地影响更大。随着中部崛起

战略的推动，在符合耕地“占补平衡”及生态保护要

求下，城镇基础设施的不断推进依然是衡阳市发展

的内在需求。因此，分析生产生态用地与生态用地

缩减的驱动因素实质上也可相似反映出生活生产用

地增加的原因。从图 8d 可见，对生活生产用地影响

较大主要以交通可达性为主，是因为城镇用地、农

村居民点等生活生产用地通常更倾向沿道路两侧扩

张，这与研究区实际状况大致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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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95 ~ 2020 年衡阳市用地转换层次下其他用地转换为生产生态用地的面积和强度

Fig.6    Annual transition’s size and intensity from other categories to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 in Hengyang City from 1995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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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3.1    衡阳市“三生”用地变化分析

本研究结合变化成分与强度分析方法剖析了衡

阳 市 近 25  a“三 生”用 地 变 化 强 度 特 征 ， 并 利 用

PLUS 模型分析“三生”用地变化的驱动机制。通过

挖掘矩阵中蕴含的地类变化成分信息，2005 ~ 2020
年间生态用地和生产生态用地主要以交换变化为主，

而生活生产用地主要以数量变化（净增加）为主。

若只观察数量变化值则难以发现生态用地和生产生

态用地潜在的空间不稳定性。相较于只考虑数量变

化的方法，变化成分中的交换、移位成分能刻画更

多的地类空间转移信息[23,42]。Zhang 等[26] 基于结构统

计与转移矩阵分析了衡阳市 2010 ~ 2018 年土地利用

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其他用地转向为建设用地大于

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从转换规模看，本研究取

得了同样相似的转换规律。尽管从林地与耕地数量

结构变化差异并不显著，但该研究忽视了矩阵中林

地与草地、林地与耕地庞大的交换成分信息。交换

与移位变化信息表明某一景观类型在某一区域的减

少但在另一区域获得增加，对监测耕地的转入与转

出具有参考价值。当前，生活生产空间的适当蔓延

依然是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然其增长

又需符合生态文明建设与粮食安全保障的要求。对

于生产生态用地，本研究反映了衡阳市严格执行耕

地异地“占补平衡”政策以来，生产生态用地与其他

地类在空间上重分配以实现增加。

 3.2    变化成分与强度分析的潜在应用

从数据本身考虑，交换与移位变化能表征潜藏

在土地利用遥感制图过程中的数据误差[21]。通常解译

影像后，可计算得到混淆矩阵以表达数据监督解译

中的分类误差[43]。故基于变化成分分析框架，可计算

混淆矩阵中误差成分：数量、交换与移位。若林地

与草地的交换成分非常大，在定量监测地类变化时，

可将其合并为“林草地”类别，从而能消除林地与草

地之间在分类时带来的误差，为区分遥感制图误差

提供新的视角。

不同土地类别间的转换信息的比较是开展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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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95 ~ 2020 年衡阳市用地转换层次下其他用地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的面积和强度

Fig.7    Annual transition’s size and intensity from other categories to living-productive land in Hengyang City from 1995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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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覆被变化研究的基础[17]。地类之间转换的规模

大小通常被作为反映区域土地变化剧烈的信号或主

要特征。徐睿择等[44] 利用转换矩阵分析了郑州市土

地利用流向特征，发现流向建设用地的规模耕地 >

草地 > 未利用地。若根据强度分析，研究则会得到

流向建设用地的强度未利用地 > 耕地 > 草地。若仅

依托转换规模判断地类变化剧烈程度是不当的，因

为与变化规模相比，比重（强度）发生变化会更易

引起生态系统功能发生质性且不可逆的改变。从发

生概率看，规模更大的地类扩张或被占用的概率更

大，致使无法以转换规模作为直接依据推断地类变

化剧烈与否。基于变化比率计算强度，强度分析能

够量化和阐明为什么地类 i 转化为地类 j 的规模大于

其他地类转化为地类 j 的规模，并辨析两大原因：其

一，如果在初始时间点地类 i 的面积大于其他地类，

那么自然拥有更多面积用于转换成 j。倘若地类 j 只

以均衡转换强度从其他地类获得转换土地时，地类 j
也会从地类 i 获得更多的面积转换；其二，地类 j 从

地类 i 处获得转换面积，相比从其他地类处拥有更大

的强度来获得转换土地。有时这两种情况是同时存

在的。相较于直接利用转移矩阵分析不同地类转换

的面积信息，强度分析方法会关注以下信息：转换

过程中来源地类的初始面积；各层次中均衡强度，

如 U、Xt、Rtin；某一类别的转换强度和均衡转换强度

之间的偏离（差值）。综上，该方法从比重（比率）

出发，系统地计算各层次下变化强度，为土地利用

变化监测及其定量化表达带来新的思路和途径。

 3.3    对策及建议

根据《湖南省衡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 ~

2020 年）》，衡阳市规划期间应严格保护耕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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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95 ~ 2020 年间衡阳市“三生”用地变化的驱动因子贡献程度

Fig.8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driving factor to the change of PLE land’s category in Hengyang from 1995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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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基本农田建设、强化生态公益林保护以及开展工

矿废弃地复垦工程等。但从研究结果看，相较于

1995 ~ 2005 年间，2005 ~ 2020 年间生产生态用地表

现出更大的缩减，这与研究期间（2005 ~ 2020 年）

的交通基础设施大力发展与建设有关。因此，衡阳

市未来应以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为契机采取综合措

施，切实促进合理开发、降低用地冲突风险、优化

空间配置。首先应通过规划统筹与政策引导，严格

控制生活生产用地规模，优化空间布局，提高用地

存量的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其次要依据“占补平衡”

政策，强化对非农地占用水田等生产生态用地的控

制，以数量和质量双重考核水田、旱地等农用地“占

补平衡”，加强基本保护农田的质量建设；最后须重

视城镇扩张对城乡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协调土地

开发利用与生态建设，注重湘江干支流的水域湿地

保护，划定湿地保护蓝线，确保水资源安全。本研

究充分挖掘了衡阳市“三生”用地变化数值信息及其

驱动因素，可为该区后续“三生”用地调控和土地资

源规划与管理提供借鉴。

 4    结论

 （1）从用地结构看，衡阳市生态用地和生产生

态用地呈缩减趋势，并为主要用地类型。衡阳市

1995 ~ 2005 年“三生”用地主要以数量变化为主，

2015 ~ 2020 年“三生”用地主要以交换变化为主，并

且各类别变化成分差异明显。

 （2）在时间间隔层次上，衡阳市 1995 ~ 2020
年三个时期的“三生”用地变化强度呈现持续上升，

表明后期（2015 ~ 2020 年）受到社会经济的影响更

大，土地发生更快速的变化。在用地类别层次上，

生态用地减少和生活生产用地增加的数量是庞大的，

但其变化强度存在差异，前者是稳定沉寂的，后者

是稳定活跃的。

 （3）在用地转换层次上，生产生态用地的增加

主要来源于生态用地。生活生产用地的增加主要来

源于生态用地和生产生活用地，该转换过程主要受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因素驱动。在用地转换强度上，

生态生产用地和生活生产用地趋向转换为生产生态

用地；生产生态用地趋向转换为生活生产用地。未

来该区应通过规划统筹与政策引导，优化生活生产

用地配置，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的质与量，降

低生态安全格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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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sity Analysis and Driving Forces of Pattern Evolution in Productive-
Living-Ecological Land: A Case Study of Hengyang City

DENG Zhi-wei1, QUAN Bin1, 2, 3*, QI Jian-qing2, PENG Ke1, FAN Xue-jiao1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China; 2. Coope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Hengyang 421002, China; 3. HIST Hengyang Base of

UNESCO,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analysis of the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PLE) l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riving  factors  in  Hengyang  City  could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land  use  allocation  and
sustainable  land  development  in  the  city. [Method] The  intensity  characteristics  of  PLE land  changes  in  Hengyang
City from 1995 to 2020 were identified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change components and Intensity Analysis methods,
and a 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on (PLUS) model was adopted to reveal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PLE land
change in the area. [Result] Ecological land and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 were the main category in the study area,
showing a decreasing trend. The overall change components of PLE land changed from quantity to exchange, and the
change components of various categories were obviously different. The change intensities of PLE land from 1995 to
2015 were lower than those from 2015 to 2020, which showed a faster change. Productive-living land and ecological-
productive  land  changed  actively.  The  gain  of  living-productive  land  mainly  derived  from  ecological  land  and
productive-living land from 1995 to 2020. The transition intensities indicated that the stable targeting for the transition
was  from  productive-ecological  land  to  productive-living  land,  and  a  stable  avoiding  for  the  transition  was  from
ecological  land  to  productive-living  land. [Conclusion] The  expansion  intensity  of  the  living-production  land  is
continuing to rise, which mainly is driven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resulting in the encroachment
of a large amount of land for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In the future, the region should optimize structure of
the PLE land through overall planning and policy guidance.
Key words: Productive-Living-Ecological  land; Land  use  change; Intensity  Analysis; PLUS  model; Driving  force;

Hengya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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